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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早期脆弱就业（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的概念，有学者将就业脆弱性解释为劳动关系弱化、工资收入低和无工会支持

等就业状态 ［５］ 。 另外，从风险管理视角，一些学者把就业脆弱性定义为工资、福利等收入不安全以及非永久劳动合同和失

业等工作不安全 ［６］ ，或者定义为就业风险的经济损失以及失业的可能性 ［７］ ，等等。 目前我国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是改善农民工就业状况，让农民工稳定地就业并获得较高工资收入，由此才能保证他们在城镇地区“体面”地生活。 所以，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界定为两方面内容，即工资收入水平和工作中断概率。 其中，传统的“失业”标准

已不适用于灵活就业者 ［８］ ，本文采用“工作中断概率”来描述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即能否连续地非农务工。

【农业经济】

数字经济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吗？
———来自三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经验证据

靳卫东１，孙超１，何丽２

（１．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２．山东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

济促使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即工资收入水平下降和工作中断概率

上升。 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效应迫使很多农民工转行参加新型灵

活就业，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就业的“去技能化” ，降低了其工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增大了农民工健康

风险，提升了其工作中断概率。 以上两方面因素均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 因此，加强职业技能

培训、创新劳动就业政策以及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等，是保证农民工稳定获得较高收入进而改善其就

业状况的关键。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民工；灵活就业；就业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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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

帮扶” “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 ２０２１ 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 ２．９ 亿

人，他们主要从事收入少、不稳定、无保障的非正规工作，就业脆弱性问题突出。 如何降低农民

工就业脆弱性①，让他们能够稳定地获得较高收入，已成为城镇化和市民化的紧迫任务。 近年

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了大量新型灵活就业岗位，被很多学者视为改善

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机遇 ［１－２］ 。 然而，数字经济在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替代部分劳动就

业，特别是农民工密集就业于重复性、机械性低技能的岗位，更容易被智能机器所替代。 因此，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改善农民工就业亟需更多论证，以服务于农民工就业和市民化实践。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形势的变化，非标准化、非稳定性灵活就业迅速扩张，激发了学

界对就业脆弱性的研究 ［３－４］ 。 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劳动就业机会，扩大了劳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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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来源 ［９］ ，在总体上有利于劳动者稳定地获得较高收入。 首先，数字信息技术缓解了劳动力市

场的信息不对称，让劳动者能够在更为广阔的市场上迅速响应劳动需求、匹配到合适的工

作 ［１０］ 。 其次，通过缓解社会资本、交易成本和融资渠道等约束，数字信息技术催生了更多创新

创业活动 ［１１］ ，创造了大量新型灵活就业岗位。 最后，新型灵活就业的门槛低、工作方式灵活，不
仅可以吸纳无固定工作的劳动者，而且大量有正式工作的劳动者也能参与其中从事兼职 ［１２］ 。
显然，上述三方面因素都能缓解劳动就业的脆弱性。 而且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增长激励更多劳

动者参加社会保险，比如通过养老保险平滑一生消费或者依靠医疗保险跨期分摊健康风险等，
同样会显著降低就业脆弱性。 不过，数字经济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并不均衡 ［１３－１４］ 。 很多中低技

能劳动力被智能机器所替代，被迫流入低技能要求的服务业部门，其工资收入水平明显下

降 ［１５］ 。 尤其是我国大量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偏低，密集就业于方便采用智能机器的制造业和建

筑业，更容易被替代而转行从事更低技能要求的新型灵活就业，其工资收入水平必然降低 ［２］ 。
那么，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很多农民工只能“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 ［１６－１７］ 。
由此，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增加，就业更不稳定，他们将更加偏好于参加社会保险。 换言之，前文

所述的较高经济收入很可能是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结果，而参加社会保险是劳动者应对健康

风险的理性选择，两者都不能否定农民工工资收入和就业稳定性下降的可能，不应被视为就业

脆弱性缓解的表现。 目前，尚无文献对此进行相应的经验论证，有关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变化

机制学者也较少涉及。 为此，本文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中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变化，结果发现：
数字经济促使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 这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

下参加灵活就业，一方面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农民工的健

康风险和工作中断概率，两者都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新型灵活就业岗位，同时替代了部分中低技能工作岗位，必然对

农民工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工资收入水平下降和工作中断概率上升。
（一）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下降

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很多中低技能岗位逐

步被智能机器所替代 ［１３］ 。 农民工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密集就业于方便采用智能机器的制造业、
建筑业和采矿业，他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和转行就业压力 ［１］ 。 那么，数字经济在服务业

部门创造的大量新型灵活就业岗位，包括外卖、快递、直播和网约家政等，就成为农民工转行再

就业的重要方向。 这些新型灵活就业岗位进入和退出门槛低、人员上手快、就业弹性大，与大量

转行再就业的低技能农民工具有很好的适配性 ［１５，１８］ 。 根据《城市新青年：２０２１ 外卖骑手就业报

告》 ，２０２１ 年“美团”骑手有 ３８０ 万人，比 ２０１７ 年增加了 １１０ 万人，其中 ７７％来自农村地区。 这

些灵活就业岗位的技能要求低，农民工转行再就业普遍是以“去技能化”为代价的，表现出明显

的“降薪”趋势 ［１５］ 。 比如，很多外卖骑手的小时工资仅为 ２０ 元左右，再考虑到未缴纳社会保险，
其收入水平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１９］ 。

在技能培训方面，由于雇主通过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外包等方式规避了与灵活就业者

直接签订劳动合同 ［１７，２０］ ，弱化了与灵活就业者的劳动从属关系，并不把灵活就业者看作“自己

人” ［１２，１７］ ，更不会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技能培训。 而且很多新型灵活就业岗位的进入门槛低、
人员上手快，既不利于从业者在工作中积累通用性职业技能，也削弱了他们参加高质量技能培

训的积极性。 比如，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在黄金年龄段从事简单、重复的新型灵活就业，以追求

“为自己工作”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接受高质量技能培训的机会和动力 ［１２］ 。 现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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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培训政策如技能培训补贴和津贴等，主要覆盖传统的标准化就业，阶段性忽视了新型灵活

就业者 ［１７］ ，同样限制了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阻碍了他们的职业技能提升。 这就从劳动力

供给方面导致农民工就业“去技能化” ，进而强化了农民工就业的“降薪”趋势，使农民工在劳动

力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ａ：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降低了农民工的劳动技能水平。
假说 １ｂ：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降低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二）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的上升

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增大了农民工的健康风险。 首先，在新型灵

活就业中，很多农民工会“主动”延长工作时间。 由于职业技能和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农民工普

遍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一般会选择“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加经济收入 ［２１］ 。 并且，虚拟的劳

动过程管理使一些农民工产生了 “为自己工作” 的错觉，也能激励他们 “主动” 延长工作时

间 ［２２］ 。 其次，新型灵活就业为农民工延长工作时间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方面，计算机算法和软

件模糊了新型灵活就业者的工作与生活界限 ［２３］ ，为农民工延长工作时间提供了技术条件；另一

方面，由于新型灵活就业形式“灵活” ，加班时间限制、加班工资支付和休息休假制度等劳动管

制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也为雇主延长农民工工作时间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 ［２２］ 。 最后，计算机

算法和软件的精准、严格控制使新型灵活就业的劳动过程具有强烈的赶工色彩 ［２０］ ，明显增加了

农民工的劳动强度。 这样，工作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增加导致很多农民工过度劳动，必然会增

大农民工的健康风险，比如发生更多的疾病和伤害 ［２４］ 以及造成更大的心理健康损失 ［１６］ 。
由于健康风险增大，农民工在灵活就业中将面临更大的工作中断概率。 首先，参加社会保

险是劳动者抵御健康风险的有效方法，但弱化的劳动关系使现行社会保险很难全面覆盖灵活就

业者 ［１７］ 。 那么，当面对更大的健康风险时，很多农民工只能事前“主动”或事后“被动”离开劳

动力市场。 有调查显示，工龄不足 １ 年的外卖骑手占 ７４％，工龄超过 ２ 年的骑手仅占 １０％ ［２０］ 。
其次，很多新型灵活就业岗位是由小规模“任务”或“工作”组成的，一般不会签署标准化劳动合

同，因此雇主与雇员的劳动从属关系被弱化。 由此，当雇主单方面中断灵活就业者的工作任务

时，通常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和义务 ［１７，８］ 。 最后，很多就业政策是以标准化劳动合同为基础

的，非标准化灵活就业并不在其管理范围内，这也在制度设计上强化了农民工就业的弱势地位，
比如传统的“失业”标准就不适用于新型灵活就业者 ［８］ 。 总之，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农民工参加

灵活就业，需要面临更大的工作中断概率，其就业较不稳定。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２ａ：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增大了农民工健康风险。
假说 ２ｂ：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提高了农民工的工作中断概率。
综上，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一方面带来了农民工就业的“去技能

化” ，降低了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扩大了农民工健康风险，提高了农民工的工作中断

概率。 两方面因素都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使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的

地位。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影响，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相关

估计，具体方程为：
Ｙ ｉｒｔ ＝ β０＋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ｔ＋ωＺ ｉｒｔ＋θ ｉ＋μ ｔ＋ε ｉｒｔ （１）

其中，Ｙ ｉｒｔ为第 ｔ 年 ｒ 地区农民工 ｉ 的就业脆弱性，包括工资收入水平和工作中断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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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ｔ表示第 ｔ 年 ｒ 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Ｚ ｉｒｔ表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等控制

变量；θ ｉ为个体固定效应，μ ｔ为时间固定效应，ε ｉｒｔ为随机扰动项。
数字信息技术创新及应用与劳动力就业共同受到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集聚

程度等因素影响，估计方程中很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另外，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不可避免地

会遗漏很多可见与不可见因素，由此产生的测度误差也会造成内生性。 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

量法进行相关估计。 借鉴黄群慧等 ［２５］ 以及赵涛等 ［２６］ 的研究，本文选择省级层面 １９９６ 年每百

人固定电话机数量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
一般认为，工具变量应该满足两项要求，即相关性要求和外生性要求。 一方面，数字经济发

展以互联网技术为前提，而早期互联网技术又是从电话线拨号接入（ ＰＳＴＮ）开始的，所以固定电

话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基础。 并且 １９９６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机数量不仅体现了历史上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而且从技术获得和习惯养成等方面对现代数字信息技术进步以及数字经济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１９９６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机数量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另一

方面，１９９６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机数量只能通过数字经济发展作用于农民工就业。 这是因为，随
着信息技术进步和互联网发展，固定电话机逐渐被手机和网络取代，不可能对当前农民工就业

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 而且，历史上固定电话机数量是前定的宏观变量，也不会被当前微观层

面农民工个体就业状况所影响。 换言之，１９９６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机数量具有很好的外生性，只
能通过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

还需要指出的是，１９９６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机数量是一个横截面数据，不能直接用于面板数

据的计量分析。 参照 Ｎｕｎｎ 和 Ｑｉａｎ［２７］ 的处理方法，本文引入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上一年全国

互联网用户数，构造出一个面板工具变量，即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与 １９９６ 年各地每百人固

定电话机数量的交互项。 互联网用户数（即互联网普及率）反映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与
数字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而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属于前定宏观变量，不可能被当前农民工

个体就业状况所影响。 另外，大多数农民工缺少数字技能，很少能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就

业 ［２８］ 。 所以，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同样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 在后文

实证分析中，上述交互项也通过了针对工具变量的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检验①。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ＣＬＤＳ） 。 该数据库包括了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追踪调查数据，涵盖了就

业、人口、教育及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 为了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影响，本
文筛选出年龄在 １６ ～ ６４ 岁、拥有农村户籍、从事非农务工的农民工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
工资收入只限于非农务工的工资性收入，不包括经营性收入及其他收入来源。 本文剔除了周工

作时长大于 １１０ 小时的样本，并对工资收入水平、工作中断概率、教育和户均耕地面积等重要变

量进行两端缩尾 ２％处理，以提高数据信度。 剔除部分数据缺失样本后，本文共得到农民工样本

１２８９２ 个。 此外，数字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中

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三）指标设置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农民工就业脆弱性作为被解释变量，包括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和工作中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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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本文进行了内生性检验，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和 ＤＷＨ 检验结果均显示，估计方程存在内生性问题。 然后，本文采用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工具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还

有，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Ｆ 统计量均大于 １０，也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最后，本文对估计方程进行外

生性检验，发现工具变量法很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证明了后文实证分析的可靠性。



率。 其中，考虑到农民工普遍加班和超时工作，本文采用小时工资数作为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

的衡量指标，核算方法是：首先，根据 ＣＬＤＳ 调查问卷，把农民工每周工作小时数乘以 ４，再乘以

年工作时长（月） ，得到农民工的年工作小时数；然后，把年工资收入除以年工作小时数，得到农

民工的小时工资数。 为了保持统计口径一致，以 ２０１４ 年为基期，本文采用各地消费者物价指数

对农民工年工资收入进行平减处理。 另外，根据 ＣＬＤＳ 调查问卷，本文采用跳槽频次作为农民

工工作中断概率的衡量指标。 跳槽频次既能够反映农民工源于灵活就业的低工资或健康风险

而“主动”离职，又可以体现灵活就业中劳动关系弱化和雇主单方面中断劳动者工作任务的情

景，即农民工“被动”离职。 核算方法是：统计每个农民工更换工作的总次数，除以其工作年限，
得到农民工跳槽次数的年均值。

２．解释变量

结合 Ｇ２０ 杭州峰会对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本文着眼于数字经济条件及应用，从数字基础

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衡

量指标。 首先，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数字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础，
形式多样的数字产业以及广泛的产业数字化都需构筑于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之上。 借鉴盛斌

等 ［２９］ 的研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普及率以及 ＩＰＶ４ 地址数作

为数字基础设施的评价指标。 其次，数字产业化是指依靠数字技术革命推进市场创新，并将创

新成果转化为数字产业，从而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借鉴陆建栖等 ［３０］ 的研究，本文

选择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软件业务收入、信息通信产业就业人员占比、ＩＣＴ 行业固定

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比例作为数字产业化的评价指标。 最后，产业数字化是指以现代数字信息

技术为基础，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和价值再造。
借鉴陆建栖等 ［３０］ 和陈建等 ［３１］ 的研究，本文选择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电子商务企业占比、电
子商务销售额作为产业数字化的评价指标。 然后，针对上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

确定主成分的个数，并计算其权重，核算得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３．中介变量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机制，本文选择灵活就业作为中介变量。 根据

已有研究以及 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本文认为，灵活就业

者主要是指个体经营、无固定雇主、非正规就业和非全日制工作的从业人员。 由此，本文构造了

农民工灵活就业综合评价指数，具体方法是：首先，在职业类型方面，根据调查问卷“您的职业类

型是什么” ，将自雇劳动视为灵活就业，赋值为 １，其他样本赋值为 ０；其次，在雇佣关系方面，根
据调查问卷“您的工作是否有固定的雇主” ，将回答为“否”的样本视为灵活就业者，赋值为 １，其
他样本赋值为 ０；再次，在正规就业方面，根据调查问卷“您签订的是哪种类型的劳动合同” ，将
无固定时段、短期合同或者无合同的样本视为灵活就业者，赋值为 １，其他样本赋值为 ０；最后，
在工作时长方面，根据调查问卷“您的工作是不是一份全职工作” ，将回答为“否”的样本视为灵

活就业者，赋值为 １，其他样本赋值为 ０。 那么，对四项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然后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确定主成分的个数，并计算其权重，由此核算得到灵活就业综合评价指数，以反映农民工灵

活就业情况①。
４．控制变量

除了数字经济发展，农民工就业还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影响，本文在估计方程中加入一些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 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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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提高灵活就业综合评价指数的科学性，本文针对四项指标，分别采用熵权法、ＣＲＩＴＩＣ 法、组合赋权法、独立性权

重法、信息量权重法进行相关测算和机制检验，同样得到了基本相似的研究结论。



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和农业劳动经历；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社会资本、家庭耕地面积以及

家庭经济状况；地区特征包括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 具体衡量指标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核心变量 　 　 　 衡量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资收入水平 年工资收入 ／ 年工作小时数 ２０．７１ １３．７４ ０ ４４．１３

工作中断概率 年均跳槽次数 ０．１６２ ０．２７０ ０ ４

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０．４９３ ０．２３５ ０．１０５ ０．９４４

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综合评价指数 ０．０３５ １．２８７ －１．９０３ ２．３４５

性别 男 ＝ １，女 ＝ ０ ０．４５０ ０．４９７ ０ １

年龄 调查年份－被调查者出生年份 ３８．０４ １４．０２ １６ ６４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１，其他 ＝ ０ ０．０４４ ０．２０５ ０ １

婚姻状况 已婚 ＝ １，未婚、丧偶、离异 ＝ ０ ０．７８５ ０．４１０ ０ １

受教育年限 未上过学 ＝ ０，小学或私塾 ＝ ６，初中 ＝ ９，

普通高中 ／ 职业高中 ／ 技校 ／ 中专 ＝ １２，大

专 ＝ １５，本科 ＝ １６，硕士 ＝ １９，博士 ＝ ２２

９．０２８ ３．９５６ ０ １９

农业劳动经历 有多少年农业生产经历 ７．３７７ ７．１６９ ０ ２２

家庭人口数 家庭共同居住的人口数 ４．３５８ １．７３１ １ ９

社会资本 礼品和礼金支出总额的对数值 ３．９１４ ３．８１２ ０ ８．９２２

家庭耕地面积 家里一共有多少亩耕地 ４．１５６ ５．６２６ ０ ４２

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月收入的对数值 ７．８７６ １．８３３ ０．８１５ １０．８１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３１８ ０．１５５ ０．０２７ ０．５９８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２６４ ０．１９６ ０．０１８ １．９７５

地区经济发展 省级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值 １０．１９ ０．６９６ ８．５２１ １１．１２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如表 ２ 所示，在第（１）列至第（ ３）列中，以数字经济发展作为解释变量，以农民工工资收入

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经

济发展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第（４）列中考虑到有可能存在内生性，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进行相关估计，数字经济发展依然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
另外，在第（５）列至第（８）列中，以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同样采用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均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民工跳槽频

次，即抬升了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 这就初步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明显增

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
在控制变量方面，首先，对于已婚和受教育年限较长的农民工来说，其工资收入水平相对较

高，而工作中断概率较低。 这符合传统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结论。 其次，如果从事农业劳动

时间较长，那么考虑到非农就业岗位竞争，农民工的工作中断概率相对较大 ［３２］ 。 同时，当家庭

经济状况较好和家庭耕地面积较大时，农民工需要更多时间从事家庭生产，其非农务工参与程

度和工资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 ［３２］ 。 最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或者进出口贸易越发达，灵活

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理应越多，但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反而越低，工作中断概率也越大。 这也

８６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３ 卷



从侧面印证了前文分析，即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增加了就业脆弱性。
表 ２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影响 （Ｎ＝ １１６２１）

变量

工资收入水平 工作中断概率

ＦＥ ＦＥ ＦＥ ＩＶ ＦＥ ＦＥ ＦＥ ＩＶ

（１） （２） （３） （４） （ ５） （ ６） （ ７） （８）

数字经济发展 －０．１０３０∗∗

（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９６２∗∗

（ ０．０４２８）

－０．１３６９∗∗∗

（０．０５２４）

－０．１３７８∗∗∗

（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７７３∗∗∗

（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７９１∗∗∗

（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９９６∗∗

（０．０３３６）

０．１１１６∗∗∗

（ ０．０３９６）

性别 ０．６７５０

（ ０．５８７２）

０．８０５５

（ ０．５０９３）

０．６８１２

（ ０．５８７８）

０．７９６４

（ ０．５１１８）

－０．４８６９

（ ０．３６０６）

－０．５１９３

（ ０．３６５７）

－０．５２１６

（ ０．３６６０）

－０．５３６８

（ ０．３６５４）

婚姻状况 ０．３１２５∗∗∗

（ ０．１０４８）

０．３１３６∗∗∗

（ ０．１０４９）

０．３１３９∗∗∗

（０．１０４９）

０．３１４８∗∗∗

（ ０．１０４９）

－０．３３８４∗∗∗

（ ０．１０５３）

－０．３３９６∗∗∗

（ ０．１０７４）

－０．３４０８∗∗∗

（０．１０７７）

－０．３４７４∗∗∗

（ ０．１０７４）

年龄 －０．０２６６

（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０４７

（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２２２

（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３９

（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０９９

（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１１

（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１１

（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１９

（ ０．０１４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３８∗∗

（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３９∗∗

（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３９∗∗

（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１９５∗∗

（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１８６∗∗

（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１８０∗∗

（ ０．００７８）

政治面貌 －０．１５２９

（ ０．２１８１）

－０．２１９０

（ ０．１９１１）

－０．３１８０

（ ０．２２０８）

－０．２２９８

（ ０．１９２３）

－０．００９３

（ ０．１２７５）

－０．０１５８

（ ０．１３０５）

－０．０１７９

（ ０．１３０８）

－０．００５９

（ ０．１３０６）

农业劳动经历 ０．２３４９

（ ０．２２８０）

０．０３５９

（ ０．１９６４）

０．２４１９

（ ０．２２６２）

０．０２２７

（ ０．２０１２）
０．００４０∗∗

（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１∗∗

（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８∗∗

（ ０．００１９）

家庭人口数 －０．０１７９

（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６７４

（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２０５

（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００５

（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００５

（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０６２

（ ０．０２６４）

社会资本 ０．００３７

（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７７

（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３３

（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８

（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８

（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３

（ ０．００３７）

家庭经济状况 －０．１６４６∗∗∗

（ ０．００７７）

－０．１６３８∗∗∗

（０．０３３０）

－０．１６３３∗∗∗

（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１３０

（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３１

（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３５

（ ０．００５５）

家庭耕地面积 －０．００１４∗∗

（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７∗∗

（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８

（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８

（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２５

（ ０．００２８）

产业结构 －０．７０９９

（ ０．５５５４）

－０．２４７２

（ ０．４９５１）

０．０８４１

（ ０．３００６）

０．２５５７

（ ０．３３５５）

对外开放程度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８∗

（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２∗

（ ０．００１２）

地区经济发展 ０．０１６９

（ ０．６７１６）

０．１３４１

（ ０．５９９２）
０．９５４９∗

（０．４０３１）

０．７３８６∗

（ ０．４０８２）

个体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Ｒ２ ０．１０７ ０．２６４ ０．０２３ ０．２６２ ０．１９２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８ ０．１９９

　 　 注：①括号内是个体所在地区层面的稳健聚类标准误；②∗∗∗代表 ｐ＜０．０１，∗∗代表 ｐ＜０．０５，∗代表 ｐ＜０．１；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通过替换衡量指标、调整研究样本和改变研究方法，本文重新估计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

工就业脆弱性的影响。
１．替换衡量指标

（１）替换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重新构造了数字经

济综合发展指数，将数字普惠金融纳入评价指标体系，进而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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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２５－２６］ 。 其中，互联网发展的衡量指标是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人均

电信业务总量、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

重；数字普惠金融的衡量指标采用的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由此，本文使用主成分分

析法重新核算得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２）替换被解释变量———工作中断概率的衡量指标。 类似于农民工跳槽频次，根据 ＣＬＤＳ

调查问卷，“上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也能反映农民工的工作中断概率。 上一份工作持续时间

越长，说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越强；相反，上一份工作持续时间越短，意味着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越弱。 这尤其能够反映农民工的就业类型，即无固定时段、短期合同或者无合同型就业。 借此，
本文重新衡量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并进行了相关估计。

（３）替换被解释变量———就业脆弱性的衡量指标。 如前文所述，农民工只有获得与城镇居

民基本相似的就业和收入，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城镇生计，并逐步缩小与城镇居民在生存、交往和

价值观上的差距。 因此，根据调查问卷“未来 ５ 年您是否计划到城镇定居” ，本文选择农民工城

镇居留意愿来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进而从侧面反映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变化。 具体赋值方法

是：回答“计划”的样本为 １，回答“没想好”和“不计划”的样本为 ０。
如表 ３ 所示，在第（１）列和第（２）列中替换数字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后，数字经济发展仍然

降低了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并抬升了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 同样，在第（ ３）列和第（ ４）列中替

换工作中断概率和就业脆弱性的衡量指标后，数字经济发展也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 这验

证了前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
表 ３　 替换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工资收入水平 工作中断概率 上一份工作持续时间 就业脆弱性

（１） （ ２） （ ３） （ ４）

数字经济发展 －０．１７３３∗∗∗（ ０．０６７１） ０．１２６４∗∗∗（ ０．０４２４） －０．１４６１∗∗（０．０６６３） －０．１０１１∗（ ０．０６０８）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１１５４０ １１５４０ １１６２１ １１６２１

Ｒ２ ０．２６１ ０．３５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３８

　 　 ２．调整研究样本

（１）以受雇农民工为研究样本。 为了进一步提高估计精度，从工资收入水平和工作中断概

率两个方面来考察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变化，特别是考察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下降和“被动”离

职情况，本文将研究样本限定为受雇农民工。 按照劳动者的就业类型，剔除雇主、自营劳动等自

我雇佣样本，本文共得到 ６１４８ 个受雇农民工样本。 由此，重新进行相关估计，结果如表 ４ 中第

（１）列和第（２）列所示。
（２）剔除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样本。 由于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不同，其就业决策和就业

脆弱性存在明显差别。 一般认为，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越高。
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剔除了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样本，由此共得到 ９６６３ 个研究样本，估
计结果如表 ４ 中第（３）列和第（４）列所示。

（３）消除数据样本的测度误差。 在 ＣＬＤＳ 数据库中，由于被调查者的认知能力、合作程度不

同，数据样本有可能存在测度误差。 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删除了不合作、不可靠、应付调查、
未取得信任的样本：首先，根据“被访者合作程度如何” ，删除“很不合作”和“不合作”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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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这份问卷访问所得的可靠程度如何” ，删除“很不可靠”和“不可靠”的样本；再次，
根据“是否存在应付调查的行为” ，删除“大多数时候”和“有些时候”的样本；最后，根据“对访

问员的信任程度” ，删除信任程度“很低”和“低”的样本。 这样，本文共得到 ４４０８ 个农民工样

本，估计结果如表 ４ 中第（５）列和第（６）列所示。 显然，三次调整研究样本以后，数字经济发展

仍然显著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
表 ４　 调整研究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以受雇农民工为研究样本 剔除高中以上学历的样本 消除测度误差

工资收入水平 工作中断概率 工资收入水平 工作中断概率 工资收入水平 工作中断概率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６）

数字经济发展 －０．１３５６∗∗

（ ０．０５９９）

０．１２３７∗∗∗

（ ０．０４６７）

－０．１１８６∗∗

（ ０．０６０２）

０．１１０１∗∗∗

（ ０．０３１０）

－０．２３３９∗∗

（ ０．１０１２）

０．１０１９∗∗

（ ０．０４９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６１４８ ６１４８ ９６６３ ９６６３ ４４０８ ４４０８

Ｒ２ ０．２６２ ０．１８８ ０．２８４ ０．２３９ ０．４１０ ０．３３７

　 　 ３．改变研究方法

（１）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 数字经济下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并非随机，就业能力、年龄、受教育年

限、性格特点等因素都会影响农民工就业决策，进而作用于其工资收入水平和工作中断概率。
为此，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重新进行相关估计，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在第一阶段，本
文以农民工是否参加灵活就业作为被解释变量，赋值标准为：灵活就业样本为 １，否则为 ０。 然

后，采用二元选择模型估计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的概率，同时测算得出逆米尔斯比率（ ＩＭＲ） 。
在第二阶段，本文把逆米尔斯比率（ ＩＭＲ）作为控制变量引入估计方程，结果如表 ５ 第（１）列和第

（２）列所示。 显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增进作用依然显著。
表 ５　 改变研究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 Ｈａｕｓｍａｎ⁃Ｔａｙｌｏｒ 模型 ＧＭＭ 方法

工资收入水平 工作中断概率 工资收入水平 工作中断概率 工资收入水平 工作中断概率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６）

数字经济发展 －０．１９７２∗∗∗

（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８９１∗∗

（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８５８∗∗

（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５１１∗∗

（ ０．０２３２）

－０．１５６９∗∗∗

（ ０．０２０７）

０．１４９４∗∗∗

（ ０．０２６０）

ＩＭＲ １．８４４９∗∗

（ ０．８５５５）

－１．１８９４∗∗∗

（ ０．４５５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截距项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８６３１ ８６３１ １１６２１ １１６２１ １１６２１ １１６２１

Ｒ２ ０．２３４ ０．４２２ － － ０．０７２ ０．１３０

　 　 （ ２）Ｈａｕｓｍａｎ⁃Ｔａｙｌｏｒ 模型。 数字信息技术创新及应用与劳动就业共同受到地区经济发展和

人才集聚程度等因素影响，再加上数字经济发展测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误差，因此，前文估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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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很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另外，考虑到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等非时变因素，
为了充分利用面板数据信息，本文采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Ｔａｙｌｏｒ 模型重新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５ 中

第（３）列和第（４）列所示，进一步印证了前文实证分析结果。
（３）ＧＭＭ 方法。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前文选择省级层面 １９９６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机数量

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 另外，进一步考虑到基准模型有可能存在

异方差问题，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采用异方差条件下更有效的广义矩估计法（ＧＭＭ）重新进

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５ 第（５）列和第（ ６）列所示。 数字经济发展依然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工资

收入水平，并增加了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

五、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就业

“去技能化” ，进而降低了其工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扩大了农民工健康风险，从而提高了其工

作中断概率。 为此，本文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机制。
（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导致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造成农民工就业“去技能化” ，必然带来农民

工工资收入水平的下降。 这样，灵活就业就成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工资收入

水平的重要中介。 本文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灵活就业的影响，然后估计了数字经济发

展和灵活就业共同对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影响及共同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 其中，根据

ＣＬＤＳ 调查问卷“掌握目前的工作技能所需要的时间” ，本文构造了农民工职业技能的衡量指

标，赋值标准为：“一天”为 １，“几天”为 ２，“大约一周”为 ３，“不到一个月”为 ４，“一个月到三个

月”为 ５，“超过三个月、不到一年”为 ６，“一年以上”为 ７，“三年以上”为 ８。
估计结果如表 ６ 所示。 首先，在第（２）列中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职业技能显著负相关，说

明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农民工职业技能。 在第（３）列中，农民工灵活就业与其职业技能显著负

相关。 结合第（１）列估计结果，这就验证了假说 １ａ，说明灵活就业在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农民工

职业技能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其次，同理，在第（５）列中，灵活就业对于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农民

工工资收入水平也发挥了中介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说 １ｂ。 最后，根据职业技能与工资收入水平

的正向因果关系，上述两方面估计结果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即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农民工

参加灵活就业，降低了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进而带来了其工资收入水平下降。
表 ６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机制检验 （Ｎ＝ １１６２１）

变量
灵活就业 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 工资收入水平 工资收入水平

（ １） （２） （３） （ ４） （ ５）

数字经济发展 ０．２７２３∗∗∗

（ ０．０４３７）

－０．０９９５∗∗

（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５９３

（ ０．０５４１）

－０．１３７８∗∗∗

（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８８９

（ ０．０５６９）

灵活就业 －０．０５２１∗

（ ０．０２９８）

－０．１４７７∗∗∗

（０．０３５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Ｒ２ ０．６３０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３ ０．２６２ ０．２７５

Ｓｏｂｅｌ 检验 － － Ｚ１ ＝ －２．０７２，ｐ＜０．０５ － Ｚ２ ＝ ３．３４３，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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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的影响

如前文分析，灵活就业也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工健康风险和工作中断概率的重要中

介。 所以，本文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灵活就业的影响，并估计了数字经济发展和灵活

就业共同对农民工健康风险的影响，以及它们共同对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的影响。 其中，根据

ＣＬＤＳ 调查问卷，健康风险的衡量指标采用的是农民工自评健康状况，赋值标准为：“非常健康”
为 １，“健康”为 ２，“一般健康”为 ３，“比较不健康”为 ４，“非常不健康”为 ５。

估计结果如表 ７ 所示，首先，在第（２）列中，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健康风险呈显著正相关，
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农民工健康风险。 在第（３）列中，灵活就业也显著扩大了农民工健康

风险。 结合第（１）列估计结果，验证了假说 ２ａ，说明灵活就业在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农民工健康

风险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其次，在第（ ５）列中，灵活就业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工工作中

断概率也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说 ２ｂ。 最后，根据健康风险与工作中断概率的正

向因果关系，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即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扩大了其健

康风险，从而提高了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
表 ７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的机制检验 （Ｎ＝ １１６２１）

变量
灵活就业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 工作中断概率 工作中断概率

（ １） （２） （３） （ ４） （ ５）

数字经济发展 ０．２７２３∗∗∗

（ ０．０４３７）

０．１１５４∗∗

（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５６２

（ ０．０５６８）
０．１１１６∗∗∗

（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３９７）

灵活就业 ０．０５３４∗

（ ０．０３０９）

０．１５１９∗∗∗

（０．０２４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Ｒ２ ０．６３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３７ ０．１９９ ０．２２２

Ｓｏｂｅｌ 检验 － － Ｚ１ ＝ ２．８７２，ｐ＜０．０５ － Ｚ２ ＝ ５．３６３，ｐ＜０．００１

六、结论与建议

当前大量农民工集中从事收入少、不稳定、无保障的非正规工作，就业脆弱性问题突出。 如

何让农民工稳定地获得较高收入，即降低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已成为我国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关

键问题。 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新型灵活就业岗位，为农民工就业提供

了重要机遇。 可是，数字经济在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替代部分就业岗位，并不必然降低农

民工就业脆弱性。 本文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影响，既有利于识别数字经济

发展的就业效应，又能服务于农民工就业和市民化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包括工资收入水平下降和工作中

断概率上升。 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大量农民工参加灵活就业，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就业“去技能

化” ，降低了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农民工健康风险，从而在社会保障制度不

完善、劳动关系相对弱化和劳动管理阶段性缺位的条件下，提高了农民工工作中断概率。 两方

面因素都体现了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农民工就业的相对弱势地位，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
为了改善农民工就业状况，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

技能水平。 具体包括推广以工代训方式，激励企业为参加灵活就业的农民工提供高质量技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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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拓宽灵活就业者的职称评审渠道，提高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完善财政激励措施，
即使没有劳动合同或就业岗位，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也能便捷地领取补贴；采用融合阶段学习、
送培上门、线上线下结合等灵活培训方式，为农民工提供多种专项培训机会。 第二，创新劳动就

业政策，强化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 具体包括，改革灵活就业者的劳动关系认定，比如承认口头

劳动合同的效力；对于无法适用标准工时的灵活就业岗位，采取补休等方式的劳动权益保护；通
过签名入会、扫码入会等方式吸引农民工加入工会，并实施大数据动态管理；在灵活就业的劳动

过程管理中充分考虑风险预防和劳动保护，并增加农民工维权意识和维权渠道。 第三，完善社

会保险制度，增强农民工抵御风险能力。 具体包括，改革与雇主责任相关联的参保方式，提高社

会保险对灵活就业者的容纳度；增加差异化参保方式，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激励企业和农民工个体参保；探索数字化社会保险管理，比如将劳动报酬的

一部分自动用于参保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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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期 靳卫东，孙超，何丽 　 数字经济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吗？


